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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信息加工视角探究个体对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过程, 通过医疗信息来源、医疗信息内容与呈现形

式和信息加工主体三个方面归纳其影响因素, 并基于经验−分析式加工理论和字面−要义加工理论探讨医疗信

息风险感知的认知机制。今后研究可更注重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通用研究与特殊主题研究的平衡、风险感知

测量工具的规范性与特异性的结合, 并立足于中国医疗体系建立具有循证依据的预防措施和配套政策。 
关键词  医疗信息; 风险感知; 经验−分析式加工; 字面−要义加工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日常生活中, 个体会接触到各种不同来源的

医疗信息(medical information)。一方面, 互联网的

普及让大众能够轻易获取大量未经甄别的医疗信

息, 这些信息往往混杂着经济动机、价值理念和

情绪倾向 ; 若不能对此类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 ,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后果或阻碍医患沟通

(Marteau, Hollands, & Fletcher, 2012; Nurse, 
Agrafiotis, Goldsmith, Creese, & Lamberts, 2014)。
另一方面, 由于疾病自身的复杂性、检测的不精

确性和医疗结果的不可完全预测性, 即便是源自

专业医疗机构传递的信息, 其本质上也具有不可

忽视的不确定性。因此, 个体基于这些不确定的

信息进行求医行为相关的判断及决策, 是一种可

能涉及严重的切身后果的风险决策行为。 
在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过程中, 有诸多因素

促使实际存在的客观风险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实质

性偏离。例如, 常人在面对风险信息时, 往往不是

基于理性做出风险评估, 而是基于直觉做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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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Slovic, 1987); 他们通常较难理解以医疗专

业术语呈现的风险信息, 或者难以区分不同风险

的相对重要性 , 从而会过高或过低地估计风险

(Peters, Hibbard, Slovic, & Dieckmann, 2007); 当
他们听到副作用发生的概率时, 真正影响其决定

的往往不是副作用的严重性, 而是内在的心理感

受(于贝尔, 2018, p. 123)。因此, 不仅要把正确的

医疗信息提供给患方, 同时还应重视患方在加工

医疗信息时的认知过程和情绪感受, 以便评估其

是否能够基于这些信息建立准确的风险感知, 从
而达成有效的传播和沟通。总之, 了解患方对医

疗信息的风险感知过程, 对于医疗信息的有效传

播、医患之间的顺畅沟通和共同决策, 都具有重

要的实际意义。 
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及其后续行为决策所产

生后果的切身性、严重性与难以恢复性, 是它区

别于其他领域的风险感知与决策的最大不同, 其
所需要分配的认知资源和产生的心理压力可能会

区别于以金钱投资形式出现的风险决策。本质上

讲 , 医疗健康行为的风险决策的“本金”, 并不仅

仅是为寻求医疗诊治服务而付出的金钱成本, 还
应包括个体直接的身心健康; 越是严重的身心疾

病, 对个体心理资源的损耗可能越严重, 健康收

益或损失在风险感知和行为决策中所占的相对地

位就越高 , 甚至会超出对一般性经济后果的考

虑。这是因为经济投入相较于个体健康, 更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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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收益, 即强调什么样的决策能够带来最高

的收益; 而健康对于个体 , 更多是作为损失 , 强
调什么行为才能避免健康的丧失。而个体对收益

与损失天然地存在不同的风险敏感性。现实中出

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从行为决策角

度理解, 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个体对身心健康

的追求已经压倒了对经济成本的衡量, 即对健康

损失后果的风险感知已经远超出了对经济损失

后果的风险感知, 从而迫使自身做出宁可贫困、

也要健康的决策。因此, 有必要在一般性的风险

感知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聚焦于医疗信息相关

的风险感知及其加工机制, 从而建立针对性的干

预和防范措施, 推进个体、家庭和全社会的全面

健康。 
目前 , 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已经较为普遍 , 

但专门针对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尤其是中国情

境下的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 还需要进一步的深

入。同时, 个体的医疗风险感知涉及对医疗信息

之外的多种认知对象的风险感知, 但本文将只聚

焦于个体在对医疗信息进行信息加工过程中产生

的风险感知。在此, 医疗信息宽泛地定义为个体

在日常生活和医疗机构中接触到的、与医学诊断

和治疗相关、可能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信息。具

体而言, 本文将从信息源、信息内容与形式、以

及信息加工主体这三大要素分析影响个体风险感

知的因素 , 并基于经验−分析式加工理论和模糊

痕迹理论探讨其中的认知机制, 最终就中国情境

下的医疗风险感知提出进一步的研究建议。当然, 
医方本身也有特定的对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模式, 
医务工作者自身也会作为患者、从患方的视角进

行风险感知, 但本文暂不涉及医患之间的风险感

知模式的比较, 故仅将讨论范围局限于一般意义

上的、非医务工作者的普通个体对医疗信息的风

险感知。 

2  患方对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2.1  医疗信息来源 
信息源是决定信息可靠性的关键因素。当人

们缺乏足够详细的加工信息的动机或专业知识时, 
他 们 主 要 求 助 于 对 信 息 源 可 信 度 的 评 估

(Lewandowsky, Ecker, Seifert, Schwarz, & Cook, 
2012)。所以, 信息源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是关键且

间接的, 是否能够准确地评估风险首先取决于个

体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比如, 信任低质量的

信息可能会导致低估其风险, 不信任高质量的信

息可能忽略风险。2016 年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讨

论的“魏则西事件” (肖雪, 胡承武, 2017), 即与患

方对“生物免疫疗法”的不了解和对相关网络平台

提供的医疗信息的轻信有关。 
传统意义上, 医务工作者是最可靠的医疗信

息来源(Cutilli, 2010)。理想情况下, 患方应对专业

渠道提供的医疗信息给予充分信任, 同时对非专

业渠道提供的医疗信息保持高度警惕。但是, 近
些年的调查发现现实正好与此相反。例如 , 
Volkman 等(2014)基于大数据对大众获取医疗信

息的来源展开调查, 发现人们获得医疗健康信息

的途径首先是互联网 , 其次才是医务工作人员 ; 
Swoboda, van Hulle, McAleaney 和 Huerta (2018)
的调查也显示, 69%的被调查者在遇到医疗问题

时首选互联网, 只有 1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医疗

服务工作者作为首个健康信息来源。国内的调查

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比如对北京某三甲医

院门诊患者的调查研究显示 , 96.2%的患者在自

己、家人或朋友身体不适时, 求助于网络查询相

关的信息。同时, 相比于搜索引擎, 可信度较高的

医学资讯类网站和医院官网的使用率却相对较低

(侯小妮, 孙静, 2015)。至关重要的是, 调查发现, 
大众会对互联网的低质量医疗信息给予较高的可

信度和准确度的评价(de Boer, Versteegen, & van 
Wijhe, 2007)。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互联网作为医

疗信息来源被广泛地使用, 并且个体不能有效地

甄别信息质量。 
当然, 个体对低质量信息来源的轻信也存在

一定的外在因素。网络虚假信息更擅长使用耸人

听闻和小说传奇式的形式吸引人的注意, 使得虚

假信息比真实信息得到了更快、更深和更广泛的

传播(Vosoughi, Roy, & Aral, 2018)。与此相反, 专
业工作者往往采用理性说服的方式, 力求医疗信

息的精准性, 这就会导致大众对信息的理解困难, 
从而难以产生实质影响(Shelby & Ernst, 2013)。人

们常说的“谣言张张嘴 , 辟谣跑断腿”, 就是这一

效应的后果。 
此外, 也有研究发现人们经常不信任来源于

网络的医疗信息, 会试图通过医生、其他网站、

印刷资源或与朋友和家人核实信息(Schwartz et al., 
2006)。即使如此, 也不能忽视互联网低质量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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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信息所造成的安全隐患。即使患方能够充分意

识到信息源的不可靠性, 也可能因为时间因素对

信息内容产生错误判断。例如, 患者从互联网或

者商业广告等途径获取的医疗信息可能不会产生

即时的影响, 但是患者可能会在事后回忆起信息

的内容而对信息源产生了忽略或遗忘, 进而混淆

了真实和虚假的信息 , 即产生了所谓的“睡眠者

效应” (sleeper effect; Kumkale & Albarracín, 2004)。 
不论网络信息如何影响个体的医疗风险感知, 

在现实中, 患者在求诊和治疗时都需要与真实的

医务工作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此时, 患者对医

务工作者个人的信任度就会明显影响其对医疗信

息的风险感知(Peikari, Ramayah, Shah, & Lo, 2018), 
尤其是患者较为陌生的疾病或健康领域, 当涉及

的医疗决策后果较为严重时更是如此。例如, 关
于疫苗接种决策的研究表明, 个体对接种疫苗的

风险感知高低与对卫生专业人员的信任高度相

关。在父母可自由决定是否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 
只有在父母与卫生专业人员建立信任关系时, 他
们才会跨越知识鸿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排除一

些不确定性 , 从而决定为孩子接种疫苗 (Benin, 
Wisler-Scher, Colson, Shapiro, & Holmboe, 2006; 
Brownlie & Howson, 2005; Hobson-West, 2007)。
因此 , 医务工作者在一些情境下扮演着“最终信

任源”的角色。如何让其传递的信息与患方的日常

经验和生活意义相吻合, 从而达成信任的缔结和

顺畅的风险沟通, 需要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 
2.2  医疗信息 
2.2.1  信息内容 

不同类型的医疗信息会引发不同的风险感

知。早期研究即发现, 人们会低估常见病对健康

风险的发生频率, 而高估罕见病对健康风险的发

生频率, 因为那些被过高估计的死亡原因通常引

人注目或者耸人听闻(Lichtenstein, Slovic, Fischhoff, 
Layman, & Combs, 1978)。例如, 对超重人群疾病

风险感知的调查显示, 被调查者明显低估了其患

糖尿病、关节炎、风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 而高

估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Winter & Wuppermann, 
2014)。这是因为相较于心脏病和中风, 糖尿病、

关节炎、风湿病和高血压通常不会导致严重的明

显后果。还有实验研究发现, 面临后果严重的疾

病时, 参与者会完全忽略医疗信息中的概率数据, 
转而依据先前的信念和当下的情感反应做出医疗

决策(Colomé, Rodríguez-Ferreiro, & Tubau, 2018)。
在公众对急性传染病的风险感知中, 这一现象也

同样存在(Raude, Peretti-Watel, Ward, Flamand, & 
Verger, 2018)。而像种植牙这种并非产生直接的

“非死即残”后果的可选择性手术, 多数个体都会

高估种植牙的功能和寿命, 低估开展临床程序所

需的专业知识 , 并忽视治疗风险和长期预后

(Wang, Gao, & Lo, 2015)。这通常是可得性启发

(availability heuristic; Tversky & Kahneman, 1974)
和情感启发式 (affect heuristic; Slovic, Finucane, 
Peters, & Macgregor, 2007)的作用而导致, 即人们

会根据容易想起的事例和信息所引发的感受来感

知风险, 而激发恐惧之类负性情绪的信息则会使

个体高估风险。 
对中国人疾病风险感知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了

类似的结果。Zhou 等(2019)对中国人导致死亡的

高危因素的研究发现, 目前最影响国人健康的疾

病基本都是非传染性的慢性病, 比如中风、缺血

性心脏病、高血压等常见病, 但这些常见病并没

有引起足够重视; 相反, 一些并不严重的疾病或

症状, 却因为“名称”的原因而引发患者的过度担

忧。比如, 宫颈糜烂是诸多中国女性认为的一种

“妇科病”。但实际上, 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 而
是宫颈的正常生理性改变, 一般不用治疗。因此

“宫颈糜烂”作为一个医学术语是不确切的, 应当

废除(贺国丽, 王世阆, 2011; 薛凤霞, 2009)。 
为降低疾病或症状名称对患者风险感知的影

响, 医学界已经通过疾病名称及类属的改变, 以
期降低患者的风险感知和焦虑。例如, 目前国内

医学生的《妇产科学》、《妇产科护理学》等主流

教材已经与国际一般医学指南接轨 , 取消了“宫
颈糜烂”的命名, 代以“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中性

名称(谢幸, 孔北华, 段涛, 2018, p. 249; 郑修霞, 
2017, p. 244)。类似地, 甲状腺乳头状癌(EFVPTC)
作 为 一 种 无 侵 润 性 的 低 危 甲 状 腺 癌 (thyroid 
cancer), 也被改为更加符合该疾病生物学和临床

特征的命名: 乳头状非侵润性滤泡性甲状腺肿瘤

(NIFTP)。甲状腺病理学家认为, 这种重新分类将

影响到全世界的大量患者, 并导致与癌症诊断和

临床预后的相关心理负担的显著降低 (Nikiforov 
et al., 2016)。此外, 在大众传媒中, 宫颈糜烂之类

的“术语”仍然屡见不鲜, 其对大众认知的影响仍

持续存在。因此, 对这一策略的实际成效, 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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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具体的疾病做进一步的评估。 
另外, 个体通常对能造成直接风险的医疗信

息更敏感, 而对可能带来潜在收益的医疗信息较

迟钝。疫苗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疫苗被专家公

认为是最成功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一, 但在许多国

家, 仍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认为接种疫苗是不安全

和不必要的, 从而对是否进行疫苗接种犹豫不决, 
或者干脆选择不接种疫苗。即使选择接种疫苗的

家长也对疫苗的安全性存在严重的怀疑和担忧

(Kennedy, Lavail, Nowak, Basket, & Landry, 2011)。
此时, 家长实际是在两种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由

于疫苗是作为预防药物给健康人使用, 也就是说

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是长期的 , 从而是“不可

见的”。而接种疫苗的风险, 不论是否真实, 结果

却是短期且通常致命的, 从而是“可见的”。同时, 
多数家长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和疫苗副作用

的风险都只基于对自己孩子的健康影响, 而非流

行病学那样基于群体的角度 (Poltorak, Leach, 
Fairhead, & Cassell, 2005)。因此, 个体在加工各种

类型的医疗信息时, 可能存在多种复杂的认知机

制, 而现实又往往要他们做出简单直接的快速判

断。一旦风险感知不准确, 就有可能形成错误的

决策并导致严重的后果。 
2.2.2  信息呈现方式 

对于专业的医护工作者和公共健康工作人员, 
为求精准传达信息内容, 往往采用数字信息、尤

其是概率形式出现的统计数字来呈现治疗的有效

性 和 药 物 的 副 作 用 (Reyna, Nelson, Han, & 
Dieckmann, 2009), 但患方通常难以理解数字背

后的意义, 从而不能准确地认知风险。其中单一

事件概率 (single event probabilities)、条件概率

(conditional probability)和相对风险(relative risk)
这三个概念尤其让人感到困惑。如果医生告知患

者“一种药物的副作用是 30%” (单一事件概率), 
患者很难理解 30%的副作用所带来的风险是高还

是低。由于参考标准不同, 医生传达的是每 10 个

患者中有 3 个人会发生药物的副作用, 而患者可

能认为自己有 30%的可能性会发生药物的副作用

(Gigerenzer & Edwards, 2003)。条件概率就更加复

杂, “如果患者患有这种疾病, 检测结果呈阳性的

可能性是 80%”, 那么当检查结果呈阳性时, 患者

很难判断自己真正得病的可能性是多少、误诊的

可能性有多大, 著名的关于乳腺癌检测的贝叶斯

概率就属于此类(Eddy, 1982)。单一事件概率和条

件概率会使个体感到迷惑 , 而相对风险的概念

会使个体有倾向性地高估或低估风险和收益。比

如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发布的信息声称 , 第三

代口服避孕药会使女性罹患血栓的风险增加

100%。这个数字非常显眼, 但 100%究竟指的是什

么呢? 研究表明, 每 7000 个服用第二代口服避孕

药的女性中, 大概有 1 个会患血栓, 若服用第三

代, 则患血栓的女性人数会增加到 2 人。也就是

说 , 相对风险增加了 100%, 绝对风险只增加了

1/7000。这些信息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引发女性

对第三代口服避孕药产生了过高的风险感知, 避
孕药的销量下降而堕胎率持续增长 (Gigerenzer, 
2014, p. 12)。 

因此, 医疗专业人员需要改善统计资料的表

达方式, 从而帮助患者建立准确的风险感知, 比
如使用自然频率而不是使用单一事件概率或条件

概率、使用绝对风险来避免相对风险引发的混乱

(Gigerenzer & Edwards, 2003; Gigerenzer, 2015, 
p. 7; Hoffrage, Krauss, Martignon, & Gigerenzer, 
2015)。除此之外, 也有研究显示, 数字信息的格

式决定了个体是否能够理解风险信息, 视觉表征

可以显著地提高对风险的理解 (Carey et al., 
2018)。 Galesic, Garcia-Retamero 和 Gigerenzer 
(2009)采用图标阵列(icon array; 一种图像化的信

息表达方式, 以图标来区分受到和未受到风险影

响的群体)和数字信息两种呈现方式, 发现图标阵

列能使个体更准确地感知风险。与此类似的是 , 
Liana 等(2019)以全膝关节置换手术为背景信息, 
结果表明统计数据中添加图形信息(图标阵列、图

片或旋转图标)可以增强参与者对全膝关节置换

手术的偏好。这些视觉辅助的方式可以有效提高

数字信息的交流, 同时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不论如何变换数字的呈现方式, 其本质都是

脱离个人情境、无关情感与价值的客观数字。并

非只有客观的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传播, 而且当

数字信息超出个体的认知水平时, 反而容易造成

个体的误解或无视。相反 , 叙事信息 (narrative 
information)可以克服患方接受信息的阻力、促进

信息处理、提供替代的社会联系及解决情感问题

(Kreuter et. al, 2007), 尤其适合于一些特定类型

的医疗信息传播与风险沟通。实际上, 叙事信息

的影响无处不在, 个体在传播信息时, 都会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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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地建立或者引入特定的叙事框架; 相反, 可
能只有医疗专业机构才会为了客观和精确而在信

息传播过程中刻意避免采用叙事框架。Tangherlini
等(2016)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互联网上儿童疫

苗接种话题的研究发现, 叙事框架广泛地分布在

大量的育儿网站 , 这些叙事框架表述的是“疫苗

给儿童带来的危害”和“父母如何利用豁免权来阻

止这些危害”。更严重的是, 叙事会引发迅速且广

泛的传播, 任何新加入这些网站的家长, 都会接

触到这些叙事 , 进而迅速地激活“疫苗会带来危

害”、“豁免权可以阻止危害”。另外, 对某些传播

目标来说 , 叙事信息可能是不必要或不合适的 , 
因为叙事化的呈现方式会模糊重要信息, 使个体

难以捕捉到关键信息。例如, Teresa 等(2018)的研

究发现, 相比于非叙事材料, 叙事信息并没有对

个体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因此, 他们认为叙事

信息应该作为补充信息而不是替代信息。还有研

究发现,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说教式、非叙事

性信息可能比叙事性信息更有效地影响个体的知

识和风险感知(Bekalu, Bigman, Mccloud, Lin, & 
Viswanath, 2018)。 

由此可见, 数字信息与叙事信息各有优势和

适用领域。通常来说, 数字信息力求准确, 而叙事

信息力求生动。为此, 已有研究开始探究如何将

两种信息形式进行结合 , 以兼顾准确性和生动

性。例如, Nan, Dahlstrom, Richards 和 Rangarajan 
(2015)以乳头瘤病毒(HPV)为背景编制情境材料 , 
结果发现, 相比于单独呈现统计信息或叙事信息, 
当同时呈现统计信息和叙事信息时, 参与者对乳

头瘤病毒所引发的风险感知水平最高。此外, 还
有研究不同的框架下叙事的效应, 研究者以吸烟

引发相关疾病为背景进行实验研究, 结果发现在

损失框架下, 参与者对叙事条件的感知严重性显

著高于非叙事条件; 但在收益框架下, 信息类型

对参与者的感知严重性没有影响, 即框架在信息

类型和风险感知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Ma & Nan, 
2018)。可见, 准确的信息传播需要精准的聚焦目

标对象, 同时还需要结合具体的传播主题来选择

合适的信息呈现方式。 
2.3  信息加工主体的因素 
2.3.1  医疗知识 

医疗知识是个体进行医疗认知和决策的基

础。理论上讲, 个体的医疗知识水平越高, 则越有

可能做出更加准确的风险感知。这一观点也得到

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 艾滋病高危个体所

具备的艾滋病知识是影响其对艾滋病传染的风险

感知的重要因素(Tafazoli & Larki, 2016); 具有越

多的宫颈癌检查知识的女性, 对宫颈癌风险的感

知越准确(Gu, Chan, He, Choi, & Yang, 2013); 具
有更多药物知识的青少年, 在使用药物时会更加

谨慎 , 对药物的风险感知更准确 (Klimaszova, 
Fazekas, & Kuzelova, 2018)。但知识水平并不是影

响风险感知的稳定因素。King, Ndoen 和 Borland 
(2018)的研究结果显示 , 尽管多数个体都具备吸

烟如何导致疾病和成瘾的知识, 但这种普遍的知

识并不适用于对具体尼古丁产品的风险感知。很

多人对尼古丁产品的风险感知并不基于已有知识, 
而采用简单的启发式信息加工, 比如个体将香烟

的相对口味强度和辣度视为相对风险和成瘾性的

可靠指标, 这表明主观体验对形成风险感知的重

要作用。因此, 医疗知识究竟在何种条件、何种

主题下才能被有效激活而参与风险感知过程, 还
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 患者虽然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而具备一

定的医疗知识基础, 但是在实际的医患沟通过程

中, 不可能期待患者掌握一些过于专业的医疗知

识, 医生作为专家具有必要的告知义务。比如癌

症筛查可以在早期发现可治疗的癌症, 但同时也

可能导致过度诊断(假阳性)和过度治疗。面对一份

癌症筛查结果的时候, 患者是否具有相关的知识

是对结果产生准确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Wegwarth
和 Gigerenzer (2013)的调查研究发现, 大多数接

受癌症筛查的个体都不了解癌症筛查可能导致的

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 同时还发现这些患者的医

生没有告知其相关信息。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医生

没有履行告知义务,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医生

对癌症筛查的危害也知之甚少, 也就是说医生自

身都没有正确地认知风险。针对乳腺 X 光造影筛

查和前列腺检测的调查显示, 分别只有 33.9%和

42.9% 医 师 能 够 提 供 正 确 的 过 度 诊 断 评 估

(Wegwarth, Schwartz, Woloshin, Gaissmaier, & 
Gigerenzer, 2012)。所以, 患者自主学习基本医疗

知识和医疗专业人员准确地告知患者应该了解的

医疗知识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2.3.2  计算能力 

大多数的医疗信息都是以数字的形式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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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因此, 个体的计算能力在风险感知的过程中

至关重要。研究发现, 理解和使用数字信息的能

力有限的个体, 对结肠癌筛查教育材料的接受态

度不如那些接受过较高数学能力训练的个体

(Smith et al., 2015); 对甲状腺结节患者的研究发

现, 当面对不确定的结果时(甲状腺结节是一种很

普遍的疾病, 仅有 5%～10%的可能为恶性), 计算

能力是影响患者理解风险的重要因素, 计算能力

高的患者不需要提示就能够正确地评估风险

(Stahel, Stewart, Carr, Goldenberg, & Schubart, 2018); 
针对结肠癌筛查的研究显示, 大多数参与者同意

在没有任何症状的前提下仍然会接受筛查, 但是

计算能力较低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对医疗信息采取

防御性的处理方式, 即自己如有规律的排便就不

需要筛查 , 尽管早期结直肠癌往往是无症状的 , 
排便频率与结直肠癌没有关系(Power, Talley, & 
Ford, 2013; Smith et al., 2016)。计算能力在个体对

流行病进行风险估计时也发挥重要的作用(Raude 
et al., 2018), 当要求个体对塞卡病毒(Zika)等流行

病的相对风险频率进行评估时, 高计算能力的个

体对风险的评估与客观风险大小更加一致。此外, 
Cozmuta 等(2018)的研究还发现 , 高计算能力的

个体对不同方式呈现的信息具有较为一致的理解, 
而低计算能力的个体对信息内容的理解则较多受

到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 这也间接说明了计算能

力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医疗知识和计算能力可以共同归类为个体的

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即个体进行有效的健

康管理所需要的一系列技能, 这些技能包括阅读

信息、理解信息和选择关键信息的能力;使用有限

的信息来完成与健康有关的活动, 比如理解食物

的标签、测量血糖和坚持服药方案等(包括计算能

力 ); 有 效 的 倾 听 和 表 达 (Berkman, Sheridan, 
Donahue, Halpern, & Crotty, 2011)。由于健康素养

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术语, 所以在实证研究中, 会
以健康素养的某一具体方面作为操作性定义。比

如, 研究发现对于低健康素养的个体, 决策辅助

可以使个体对结直肠癌筛查建立更加准确的风险

感知, 就使用结直肠癌筛查的相关知识作为对健

康素养的操作定义(Woudstra et al., 2019)。当然, 
提升患方群体的医学知识水平、数字计算能力或

健康素养都需要漫长的过程, 需要全社会共同的

长期努力才能取得成效。 

2.3.3  对疾病的归因 
个体对于疾病的归因是指其如何解释疾病发

病原因、如何判断一些可能造成某种疾病的危险

因素(吕小康, 唐磊, 姜鹤, 汪新建, 2019), 归因

会影响个体的风险感知。比如研究发现, 关于酒

精增加癌症的风险信息, 美国人较少能够正确地

认识酒精和癌症之间的关系 (Wiseman & Klein, 
2019), 进而会对饮酒行为具有较低的风险感知。

另外, 许多常见疾病, 如癌症、糖尿病、心脏病、

中风和高血压等, 本质上都是多因素的, 即它们

由遗传、行为和环境因素共同造成(Collins, Green, 
Guttmacher, & Guyer, 2003), 但患方并不一定具

有或认同这种多因素信念(multifactorial beliefs), 
而倾向于将病因归结于单一因素(Waters, Muff, & 
Hamilton, 2014), 从而使其对健康风险的认知难

与医学专家的观点吻合, 进而导致对健康传播者

的不信任和对科学结果的怀疑(Levy, Weinstein, 
Kidney, Scheld, & Guarnaccia, 2008)。此外, 还有

研究发现, 支持癌症多因素信念的个体对癌症具

有更高的绝对风险感知, 同时对可摄入或来自消

费品的环境毒素的危害更担忧(Hamilton & Waters, 
2017)。 

同时, 多因素信念的缺失还会形成医疗责任

归属上的差异, 即患方更期待医务工作者为自己

的疾病承担更多责任, 或者是形成对现有医疗水

平的过高估计, 而降低对自身危险生活方式致病

风险的风险感知。例如, 最近有国内调查发现, 相
比患方, 医方更多认为患者自身的条件决定了病

情的恢复情况、有些疾病在现有条件下无法根治; 
相反, 在“去医院没治好病, 主治医生应负主要责

任”这一问题上 , 患方的认同度就要明显超过医

方(吕小康, 刘颖, 汪新建, 赵礼, 2018)。因此, 除
了提升患方群体的医疗知识水平或者计算能力外, 
促使患方对疾病建立更加正确的归因, 也是改善

其风险感知的重要途径。其中, 重要的一点就是

应当通过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医学普及教育 , 
使公众更为全面地认识到医学自身的局限, 从而

形成对医疗技术水平的正确认识和更准确地判定

相关的医疗风险。 
2.3.4  风险敏感性 

风险敏感性(risk sensitivity)是个体面对任何

风险时所表现出的普遍性差异, 即倾向于高估风

险或者低估风险(Sjöberg, 2000), 它会导致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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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风险感知产生系统性的偏差。例如, 个体一

般对风险的时间累积性并不敏感, 与 10 年以上的

时间范围相比, 更短的时间范围才能导致更准确

的风险感知(Waldron, Weijden, Ludt, Gallacher, & 
Elwyn, 2011)。一些年轻人在开始吸烟时, 往往忽

视了吸烟带来的长期健康风险, 这正是风险敏感

性过低的表现(Gerking & Khaddaria, 2012)。有调

查显示, 普通个体认为自己得 2 型糖尿病的可能

性相比于其他人来说更小, 即存在一种不切实际

的乐观 (Reyes-Velazquez & Sealey-Potts, 2015); 
而另一项针对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调查却显示相反

的结果, 与实际存在的风险相比, 患者严重高估

了自己得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2 型糖尿病的并发

症), 即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悲观(Asimakopoulou, 
Skinner, Spimpolo, Marsh, & Fox, 2008)。这种矛盾

结果可以做如下解释: 个体在健康状态时对特定

疾病的风险敏感性较低, 而在患病后风险敏感性

升高。 
同时, 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在短期内改变

风险敏感性。例如, 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塞卡病毒

对于国家层面来说很严重, 但不太可能对个人造

成影响。研究发现, 当使用国家作为身体隐喻的

方式时, 可以提高个体对自身感染塞卡病毒的风

险敏感性(Lu & Schuldt, 2018)。还有研究者采用虚

拟仿真技术, 用数字化信息描述一个虚拟的人物

由于多年来经常喝软饮料而变胖的过程。通过这

一技术, 参与者可形象地看到当前饮食选择对未

来健康的负面影响, 从而唤起对肥胖风险的本能

反应。研究发现, 虚拟仿真能够增加参与者对肥

胖的感知可能性和易感性, 但并未能对其严重性

的感知产生影响(Ahn, 2018)。这一技术在健康传

播和风险沟通中的作用, 还值得进一步的开发与

利用。 

3  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加工机制 

影响患方对医疗信息的风险感知的因素众多, 
且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导致许多研究

只能提供有限的因果关系。因此, 从一个简单清

晰的理论框架出发, 就能起到以简驭繁的重要意

义。目前为止, 还较少出现单独为医疗信息风险

感知而量身定制的理论模型, 多数研究都是将已

有的风险感知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医疗主题, 从而

寻求一种情境化的解释与应用。同时, 现有的理

论模型多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双加工(dual process)
理论。这一理论具有多种表述形式, 不同研究者

对两种认知加工方式的命名也不统一, 但总体上

都将个体在认知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区分为两种 , 
一是快速直观的直觉式思维, 二是深思熟虑的分

析式思维, 并将这种二分法应用于人类推理和决

策的不同领域 (Barbey & Sloman, 2007; Evans, 
2008; Slovic, Finucane, Peters, & Macgregor, 
2002)。研究者将双加工理论的不同形态应用于医

疗信息的风险感知领域, 以期在外界的医疗信息

和个体的风险感知之间建立有效的理论联系, 并
据此解释大众如何进行医疗风险和健康收益之间

的权衡。以下介绍两种主要的理论解释。 
3.1  经验−分析加工 

经 验 (experiential)− 分 析 (analytic) 加 工 是

Slovic, Peters, Finucane 和 MacGregor (2005)用于

解释风险感知的双加工机制。其中, 经验式加工

基于直觉, 与情感联系紧密, 能够快速自动加工

且不容易被意识到; 分析式是一种更加审慎的加

工方式, 运用运算法则和标准的规则(比如概率计

算、逻辑分析和风险评估), 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在经验式加工中, 情感(affect)起着核心作用。个

体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信息下一个“好”或
“坏”的定义, 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区分; 如果体验

到的情感是积极的, 个体倾向于感知到低风险和

高收益; 反之 , 如果体验到消极情感 , 则倾向于

感知到高风险和低收益(Slovic et al., 2005; Slovic 
& Peters, 2006)。因此, 这种加工又通常称为情感

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依据这一理论, 情感渗透

于风险感知的认知加工过程, 使个体在头脑中建

立一个风险的优先级, 起到重新定向认知资源以

解决更加紧急的风险问题的作用 (Slovic et al., 
2007)。经验式加工和分析式加工各有其理性成分, 
经验式可以对危险进行快速的感知, 使人类得以

在进化的过程中存活下来。同时, 当风险发生的

结果具有强烈的情感意义时, 就像巨额彩票中奖

或致命的癌症, 风险发生的概率变化往往就会显

得无足轻重, 从而使个人偏向使用情感启发式加

工。 
经验−分析加工理论能够较好解释个体对医

疗信息的风险感知中普遍存在的各种系统性偏

差。比如, 内镜检查是有效地帮助患者发现早期

病变的医疗技术, 在临床应用中具有创伤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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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少、恢复快的优势, 但是中国大众对这种入

侵性的诊疗手段普遍存在消极情感, 将检查所要

承担的风险感知为较高 (忍受身体痛苦和伤害 ), 
同时低估不做检查所承担的风险。这是使得我国

内镜检查的开展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极大的差

距的原因之一(王洛伟 等, 2015)。有研究发现, 基
于叙事的信息呈现方式能够促进参与者对结肠镜

检查的积极态度(McGregor et al., 2015)。现实中, 
当医疗信息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给患方时, 后者

很难将复杂的统计学意义转化为现实中的应用。

但如果增加情感信息的呈现, 就能激发相应的风

险感知。例如, 针对皮肤癌、HPV 等主题的实验

研究发现, 当呈现的信息包含更多情感时 , 参与

者会感知到更高的风险, 进而促进更加积极的预

防(Dillard & Hisler, 2015; Nan et al., 2015)。因此, 
适当地利用情感启发式, 可以促进医疗信息的有

效传递。 
情感启发式虽对风险感知具有关键影响, 但

其强度却难以建立统一的标准。因此, 要建立更

具有普遍意义的干预策略, 可能还需要通过分析

式加工的促进。这方面通常有三种方式。第一, 提
供患方更多的思考时间。比如在癌症治疗过程中, 
患者可能会在诊断后立即做出关键决定, 而没有

意识到推迟决定也是一种选择, 因此缺乏仔细思

考的机会(Revenson & Pranikoff, 2005)。为此, 医
务人员可以通过提醒的方式 , 使患者暂缓决策 , 
更多地考虑各种治疗可能。第二, 普及医学知识

和加强患者教育, 从长期着眼提升患者的医学知

识和计算能力(Fraenkel et al., 2015; Colomé et al., 
2018)。第三, 降低医疗信息的认知加工负荷。当

信息过量或者难以理解时, 参与者更倾向于使用

简单的启发式策略,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术语、推

导和计算, 以及采用前述的图形化等信息呈现方

式(Peters et al., 2007)。 
目前关于经验−分析式加工理论的研究更多

集中于两种加工机制的不同应用与后果, 对两者

之间的协同机制及其作用条件探讨相对较少。另

外, 虽然多数研究认为经验式加工与情感启发式

是“同质不同名”的加工机制, 也有少部分研究认

为这两者可以再明确细分为两种相对独立的加工

机制, 即要将“直觉” (经验式)和“情感” (情感式)
作为相对独立的作用成分来看待(Ferrer & Klein, 
2015; Ferrer, Klein, Persoskie, Avishai-Yitshak, & 

Sheeran, 2016)。因此, 这一理论在模型维度上还

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 
3.2  字面−要义加工 

字面−要义加工是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提出的双加工机制, 这是一种从心理语言

学视角探讨个体信息加工过程的理论, 是区别于

经典双加工理论的新近双加工理论。这一理论认

为, 个体在一个连续体上对信息进行不同精确程

度的多重表征, 即从精确详细的字面表征(verbatim 
representation) 到 模 糊 简 要 的 要 义 表 征 (gist 
representation), 前者保留了最精确的信息 , 如信

息的表面形式、准确的数字信息, 后者只保留了

信息的基本意义及模式; 前者精确详细, 后者模

糊简要。由此, 信息加工存在字面加工(verbatim 
processing)和要义加工(gist processing)两种编码

时平行、提取时分开的加工机制, 但个体在进行

实际的信息加工时往往依照直觉进行要义加工 , 
即存在模糊加工偏向 (Reyna & Brainerd, 2008; 
Broniatowski & Reyna, 2018; 李彬, 徐富明, 王伟, 
张慧, 罗寒冰, 2015)。 

模糊痕迹理论对风险感知的贡献主要在于它

以要义加工来解释风险感知中存在的个体差异。

按这一理论, 接触到相同信息的个体会以内部因

素和检索到的外部信息为参照, 对风险信息进行

要义表征, 并自动检索与要义表征信息相关的效

价 , 然后依据效价对要义表征进行风险感知

(Blalock, DeVellis, Chewning, Sleath, & Reyna, 
2016)。比如, 当个体对化疗形成了“化疗有毒”的
表征, 就会自动检索相应的效价, 进而高估化疗

产生的风险, 低估化疗产生的收益, 从而做出不

选择化疗的决策(Reyan, 2008)。Reyna (2012)对疫

苗的风险感知的研究发现, 参与者很容易根据反

疫苗的信息提取出“疫苗会产生副作用”甚至“致
死”的要义, 从而使其不选择接种流感疫苗; 但是

有关疫苗的官方信息却不容易让参与者提取“疫
苗有效”的要义, 从而未能促进其接种意愿。 

同时, 要义表征还可解释为何人们总是过低

或过高的估计某种疾病的风险。这是因为他们经

常将疾病表征为一种原型, 即某种不准确的要义

表征 , 从而导致对疾病的风险认识不足。例如 , 
Reyna 和 Adam (2003)的研究发现, 个体低估了性

疾病传染的概率而高估了安全套的作用, 原因在

于他们关于性疾病的原型并没有包括所有的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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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只是使用了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易获得的原

型, 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某些特定的性

疾病(如 HPV)还可以通过皮肤传播, 但当对参与

者提供更好的检索建议时, 这种风险感知的偏差

就会下降。此外, 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研究表

明, 当医生能够准确传达关于要义的医疗信息时, 
参与者会对药物的副作用产生更准确的风险感知

(Blalock et al., 2016; Fraenkel et al., 2015); 在结肠

癌筛查 (Dillard, Ferrer, Ubel, & Fagerlin, 2012; 
Smith et al., 2015)和传染性疾病 (Brust-Renck, 
Reyna, Wilhelms, & Lazar, 2016; Wilhelms, Reyna, 
Brust-Renck, Weldon, & Corbin, 2015)等不同的医

疗领域也都得到了同样结果。 
这些结果也从侧面说明了医疗信息的表达方

式要与大众的阅读理解水平相一致(Bompastore, 
Cisu, & Holoch, 2018), 比如一个直观的绘图可以

减少患者对医疗信息的困惑, 帮助患者更全面的

理解充满不确定性的诊断结果、进而避免错误解

读(Talboy & Schneider, 2018)。这方面其实已经形

成 一 系 列 的 决 策 辅 助 (decision aids) 技 术

(Hoffmann & del Mar, 2015), 使患方能够更系统

地考虑影响治疗结果的因素, 其形式包括使用问

卷调查、小册子、视频等, 以促进患方更准确地

预估风险和收益 , 并减少患者的无助感 (Stacey, 
et.al, 2017)。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以风险评估问卷

形式进行决策辅助已被提议作为临床医生检查表

的一种重要方式, 以纠正患者对自身健康结果风

险的不准确认识(Barber, Davies Khunti, & Gray, 
2014)。 

基于系列实证研究, Reyna (2008)总结了三条

促进认知加工、提高风险感知准确性的途径。一

是重视信息的呈现方式。比如用条状图去呈现两

种治疗方案的相对风险, 相比于单独呈现一种治

疗方案的风险, 能够使参与者更加明确的区分两

种治疗方案的风险大小, 条状图的呈现促使参与

者更容易提取要义。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明确呈

现给患方的信息的特征水平, 使患方从中轻松地

提取出准确的要义(Wilhelms et al., 2015)。二是促

进有效的信息检索。提供恰当的线索提示能够大

大的提升检索的有效性, 从而促进对疾病的风险

感知(Reyna & Adam, 2003)。以传染性疾病为例, 
可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提示 : (1)提供风险知识 , 
比如“像疱疹这样的病毒是不可能治愈的 , 如果

你曾患过这种疾病, 那么在今后一生中你将会存

在把这种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 (2)转变思维

方式, 比如“即使是低风险, 但是一旦得病的话对

于你个人来说是却是 100%的高风险”; (3)促进个

体建立准确的风险效价 , 比如“更多的性伴侣意

味着更高的风险”。要注意的是, 检索提示不同于

向个体灌输一些名言警句或者教导一些个体原本

不相信的价值观念, 而是力图去促进有意义的理

解。三是促进有效的认知加工, 这一点与促进分

析式加工相似 , 强调计算能力对信息加工的影

响 , 认为对基础率忽视等计算能力问题是导致

个体不能有效地从信息中提取要义的重要影响

因素(Reyna & Brainerd, 2008), 因此对患者进行

健康教育和健康素养提升仍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

工作。 
3.3  小结 

总体而言, 经验−分析式加工理论和字面−要
义加工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影响风险感知

的众多因素。从信息内容来讲, 个体对罕见病和

癌症等后果严重的疾病或者能够带来直接风险的

医疗信息风险敏感性较高, 这些类型的信息会迅

速激发个体的情绪感受或使个体快速提取“致命”
或“严重”的要义, 进而促进经验式加工或要义加

工; 从信息形式来讲, 数字信息需要个体具有一

定的医疗知识和计算能力, 进而才能通过分析式

加工或字面加工进行准确的风险感知。而叙事信

息主要是通过经验式加工或要义加工来建立风险

感知, 因此对个体的医疗知识和计算能力水平要

求不高。以图 1 所示的模型来描述两个理论对风

险感知影响因素的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影

响风险感知的因素众多, 此模型图并不完整, 只
包括前面综述过的影响因素。 

 

 
 

图 1  影响因素与加工机制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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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前面提到过, 这两个理论并不是单独

为医疗信息风险感知而量身定制的理论模型, 所
以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整合大部分的影响因素, 
但对于一些关键问题仍然缺乏实证证据。比如信

息源是医疗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信息源对个

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是先于信息内容的先行变量

还是和信息内容整合在一起进行信息加工, 其中

的机制尚不明确 ; 另外 , 个体对于疾病的归因 , 
是通过经验式或要义加工还是分析式或字面加工

来建立风险感知, 也缺少相应的实证研究。表面

上看, 经验式加工和分析式加工分别类似于模糊

痕迹理论的字面加工和要义加工, 但从其理论基

础看, 两者并不等同。经验−分析式加工区分两种

不同的加工方式, 而模糊痕迹理论却认为要义加

工和字面加工只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模糊痕迹

理论的提出者认为, 理解了数字或文字信息的意

义, 就可以提取准确的要义, 而要义则包含情感

意义或对信息的情感解释 , 因此可以替代经验−
分析式加工理论(Reyna & Brainerd, 2008; Reyna 
& Casillas, 2009)。但也有学者认为, 情感在个体

的风险感知中承担重要的角色, 并且不同的风险

信息呈现方式决定了个体从信息中获取的“情感

要义” (Zikmund-Fisher, Fagerlin, & Ubel, 2010)。
因此, 在这两个理论兼容性或独立性上, 还存在

一定的争议。 

4  研究展望 

4.1  加强特殊主题的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研究 
在心理学领域, 风险感知主要源自认知心理

学的研究, 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取人类共有的风险

认知机制, 以期获得更大程度上的理论概括。因

此, 风险感知理论多强调认知机制的通用性, 很
多时候会直接冠以“人类认知(human cognition)”
的名称, 至于这种认知机制是否真的能够通用于

不同群体和不同领域, 还欠缺全面的、跨领域、

跨群体的验证。而医务工作者多就职于具体的、

专业化的科室, 面对的往往是罹患某种特殊疾病

的患者, 需要一种高度聚焦、能够快速解决临床

问题的风险感知理论模式、测量工具和干预方式, 
对于理论、工具或方法是否能够通用于其他领域

则不必特别关注。这样一来, 在使用基于普通人的

研究而得出的某些风险感知加工机制时, 就需要

考虑这种机制能否应用于不同疾病风险下的患者。 

为此, 在今后研究取向上, 应注重医疗信息

风险感知的通用研究与特殊主题研究的平衡, 尤
其要加强针对特定主题的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研究, 
以便为后续干预提供有效的干预路径。实际上 , 
个体对严重程度不同的疾病、或者以预防还是治

疗为目的的医疗信息存在风险感知模式的差异。

比如, 癌症患者或其他重病患者, 其医疗决策对

其自身健康的影响关系重大; 对于日常感冒或者

通常所谓的养生或保健行为, 其决策的直接后果

就不太明显; 同时, 这些决策与实验室中的各种

脱离情境的风险决策任务更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此时 , 基于不同的实证结果归纳出的不同理论 , 
既可能是背后本质性不同的加工机制的概括, 也
可能混杂着情境、群体、角色不同而出现的交互

效应。为此, 后续需要开展更加系统、全面的研

究设计。比如, 可以将疾病按照某一标准进行分

类, 例如慢性病和急性病、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等; 
同时考虑个体在健康状态和患病状态可能具有不

同的风险感知模式, 以治疗和预防两种目的将参

与者进行划分。通过这种更加细化的研究设计 , 
能够更加准确地验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性, 
并甄别不同情境下同一种因素的不同作用, 从而

在保持理论简洁性的同时, 更好地服务于医疗健

康领域实际工作的需要。 
此外, 研究风险感知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建立

有效的风险预防和干预措施, 而风险感知强度与

预防意识和预防行为之间, 也很难说存在简单的

线性关系和得到通用性的结论, 而需结合具体的

疾病和风险敏感人群进行分门别类的应用研究。

例如, 对阿兹海默综合征的调查研究发现 , 具有

良好的认知和身体功能的参与者对此类疾病的风

险感知较低, 但是却具有较高的预防倾向(Chung, 
Mehta, Shumway, Alvidrez, & Perez-Stable, 2009)。
这说明, 风险感知和预防意识很可能是两种相互

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信念, 可能涉及不同的加工

机制。所以, 从风险感知到预防意识或者预防行

为, 可能还存在着更加复杂的因素。因此, 在开展

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时, 不仅要以建立准确的风险

感知为目标, 还要以提高针对特定医疗健康风险

主题的预防意识并促进对应的预防行为为目标 , 
双管齐下, 才能取得更有效的干预结果。 
4.2  规范测量工具并细化研究方法 

风险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和领域特殊性,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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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的测量和理论建构尤其依赖于规范的测量

工具。但是, 目前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测量方式

多种多样, 造成测量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的不稳定

或者研究之间无法比较, 从而增加了理论整合的

困难。Tilburt 等(2011)对 53 篇癌症的风险感知研

究的元分析发现, 这些研究对风险感知的测量均

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 但所用报告的条目数有多

有少, 且大量的研究只采用一个条目。另外, 对风

险测量条目的计分方式也并不统一。Aycock, 
Clark 和 Araya (2019)对 290 篇中风风险感知的元

分析发现 , 中风风险感知的衡量标准并不统一 , 
而是采用二分(是否)、顺序词(没有、低、一般、

很高)和 Likert 等级量表等多种方式。此外, 风险

感知包括感知可能性、感知易感性和感知严重性

三个维度, 但是多数研究往往忽视了对感知易感

性的测量(Brewer et al., 2007)。造成这一问题固然

是医疗领域的特殊性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因为医

疗信息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测量途径的多样性, 但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的研究标准化和精细化程

度还有待提升。因此, 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有限的

一致性下建立规范化的测量工具, 比如根据相同

的研究目的采取统一的测量工具; 或者针对不同

类型的疾病(慢性病、传染病和癌症等)或医疗的不

同过程(预防、治疗前和治疗后)对医疗信息进行分

类, 然后在各种类别下建立规范化且有特异性的

测量工具。这样可以促进相同主题研究之间的整

合, 进而有利于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 
为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还需要补充其他研

究方法。近些年来, 不少研究开始尝试使用眼动

技术实时获得信息加工过程中的行为数据。例如, 
Bassett-Gunter, Latimer-Cheung, Martin Ginis 和

Castelhano (2014)以身体锻炼对疾病的预防作用

为背景信息, 在参与者阅读信息时采用眼动仪记

录眼动指标, 结果发现注视时间的延长并不足以

激发更深的认知加工; 而另一项关于香烟广告引

发癌症风险的眼动研究发现, 参与者对广告中提

醒区域(即强调该产品的尼古丁含量等信息)的注

视 时 间 更 长 , 更 能 做 出 准 确 的 风 险 判 断

(Lochbuehler et al., 2016); Avery 和 Park (2018)对
HPV 疫苗主题的实验研究发现, 参与者对激发恐

惧图片的注视时间更多时, 才会导致更高的风险

感知和预防倾向。这些研究扩展了以往以自我报

告为主的研究范式, 今后研究可拓展这方面的具

体应用, 比如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信息并记录参与

者的眼动轨迹以探究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注视策略

的差异, 以揭示认知机制的实时作用。最后, 目前

的诸多研究都采用虚拟情境的方式对现实进行模

拟, 参与者多在假想情境下进行风险感知的判断, 
这与其在真实情境下的心理与表现会有所差异

(Blumenthal-Barby & Krieger, 2015)。如何在符合伦

理规范的前提下, 进行真实情境下的风险感知研

究, 也还需要心理学研究者联合医务工作者和公

共卫生领域工作者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设计。 
4.3  丰富理论视角并提出中国情境下的干预策略 

目前 , 不论是经验−分析加工理论还是模糊

痕迹理论, 都不是针对中国的医疗风险领域单独

提出来的理论模型, 而风险研究本身兼具领域特

异性(岳灵紫, 李纾, 梁竹苑, 2018)和文化差异性

(汪新建, 张慧娟, 武迪, 吕小康, 2017)。例如, 相
比于美国人, 中国人对 HPV 病毒有更高的风险感

知, 但是对于 HPV 疫苗的安全性却持更高的怀疑

态度(Liu, Yang, Chu, Sun, & Li, 2018)。也就是说, 
高风险感知此时并未准确预测对应的风险预防措

施。这显然与当下中国人对疫苗安全性及整体医

药体系的安全性的高敏感性有关, 尤其是近些年

来类似长春长生这类的疫苗安全事件的暴露, 会
在短期内极大影响大众对于疫苗安全性的怀疑。

如何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医疗体系, 展开系列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 建立起具有循证依据的预防措施

和配套政策,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跨学科、跨领域

的协同合作机制。 
此外, 当下的风险感知研究, 一般以达到准

确或一致的感知为最终目的, 即期盼个体对相关

风险做出逻辑上一致、数字上精确的判断, 这也

是此类理论范式下, 个体对医疗信息进行认知加

工的本质目标。但是, 个人往往处于复杂的文化

价值背景下, 有时不同的价值观会扭曲个体的认

知, 即把认知的目的从逻辑的一致性或数字的精

确性转移到价值观是否吻合的问题, 也就是通常

所谓的把科学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例如, 对美

国公众进行生物进化论知识的调查, 很容易被认

为是对其是否认同创世纪信念(宗教信念)的调查。

某些宗教信仰者在认知上就会排斥这一调查, 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或者推理技

能, 而是由于调查的提问方式自主激活了其作为

特定宗教信徒的身份认同 , 形成所谓的“认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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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机制” (identity-protective mechanism), 从而有

意忽视或否认与其价值观不一致的证据。这一认

知模式通常被称为文化认知理论, 在进化论、气

候变暖、转基因、病毒疫苗等主题领域已经得到

诸多验证 (Kahan, 2015, 2017; Kahan, Jamieson, 
Landrum, & Winneg, 2017)。在中国的医疗情境下, 
中医药相关的问题也非常容易产生相应的认同保

护机制。例如, 对针灸等传统疗法的有效性与安

全性的讨论(Zhao et al., 2019), 对中草药的肝毒性

的科学研究(Ng et al., 2017; Gao et al., 2019), 在向

公众传播或在媒体平台进行探讨时, 都有可能被

泛化为是对中医药甚至是中华文化的攻击, 从而

形成“反中医/中国文化”或“挺中医/中国文化”的
极化态度。如此一来, 在干预措施未能采取之前, 
单纯的医疗信息传播就有可能造成社会态度的极

化。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的认知机制, 可能比单

纯的基于风险准确性的认知更为复杂, 如何使用

已有的认知机制, 或者发展新的理论机制加以解

释和预测, 培育理性平和的科学传播氛围和公共

社会心态, 从而使狭义上的医疗风险感知的研究

和干预成为可能, 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和实际价

值的研究, 值得进一步的鼓励和探索。 
为此, 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理论与实证

研究。第一, 系统梳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医疗信

息风险感知模式上的异同。这仍可从医疗信息来

源、医疗信息内容与呈现形式和信息加工主体三

个方面归纳其差异。这方面可研究的具体主题有

多种。例如, 有一些患者存在“医生推荐的药不愿

意相信 , 隔壁老王推荐的偏方却很愿意尝试”的
心理, 其实质是对陌生人和医生职业信任的欠缺, 
而采用熟人信任的启发式策略进行风险感知, 以
人际信任替代了技术性的风险评估, 忽视了偏方

的有效性和可能的危险性。再有, 对于中医药(包
括汤剂、中成药、中药注射液、针灸推拿等传统

治疗技术)和现代医学疗法之间的有效性与安全

性的风险感知差异。在微博中, 有一些科普工作

者曾抱怨: 化学药(即一般中国患者眼中的“西药”)
的副作用在药品说明中的写法规范明确, 中药或

中成药的副作用往往写着“不详”, 而患者却容易

认为“不详”意味着没有, 因此中药制剂或中成药

更加安全。这既与药品说明书的写法有关, 也与

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天然的东西无毒副作用”的
先入为主的观念有关, 而忽视了天然物品的病理

毒性。这种观念如何具体影响普通人的用药安全

性的感知, 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对传统医学与现代

医学的信任, 以及如何在此研究基础上, 建立审

慎的、循证型的求诊思维和行为模式并进行大众

健康教育, 非常值得探讨。 
第二, 开展网络健康类谣言或错误信息、虚

假信息(misinformation)的传播机制与纠正机制研

究。在社交媒体时代, 各种虚假的、似是而非的

医疗健康信息屡见不鲜, 对于受众的风险感知容

易造成不良影响。其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理念与医

学求助行为的影响尤其明显 , 使得人们戏称“中
老年人的朋友圈已成为健康和养生谣言的重灾

区” (李宁, 2018; 贾伟民, 2017), 这种现象也助长

了网络空间中的态度极化。国外研究者越来越关

注医疗健康错误信息泛滥对全球健康造成的不利

影响, 并对医疗健康虚假信息的传播机制和干预

手段进行探索 , 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的构想

(Armstrong & Naylor, 2019; Bode & Vraga, 2017; 
Chou, Oh, & Klein, 2018; Vraga & Bode, 2017)。在

国内 , 腾讯公司的“较真平台”, 以及各种健康自

媒体也不定时发布一些针对医疗健康类不实信息

的辟谣工作。不过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其研究

功能还较弱, 更多体现为机构或者个人自发的健

康传播或科普行为, 缺少系统性研究力量的整合

和凝聚。为此, 有必要联合各类科研机构、政府

和企业及第三方机构主导的各类大数据实验室 , 
综合医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公共管理等专

业的科研或实务人员、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管理人

员、以及医疗保险等相关行业人员, 组建跨学科

的医疗健康虚拟信息的交叉研究中心或实验室 , 
针对中国人特有的健康谣言的网络空间传播规律

进行科学研究, 从而探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第三, 以健康中国战略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为背景, 动员更多的心理学家参与医疗健康的科

学传播进程和政策干预实践。目前, 关于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已经得到全面开展, 
但学界和实务界的工作重心仍然体现出明显的

“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特色, 即其工作重点仍然

是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 而非组织和社会层面的

整体健康, 也较少涉及社会心态这种宏观层面的

社会心理问题。即使是 2018 年国家卫健委等 10
个部门颁布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 也是“以‘社会心理服务’之名, 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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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服务’之实” (池丽萍, 辛自强, 2019)。这

其实与公众、学界和政府对心理学的学科属性认

知有关 , 这种认知可能将心理学的应用主要“锚
定”在个体心理健康领域上 , 而多少忽视了心理

学在更广义的健康领域研究。其实, 中共中央国

务院(2019)公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已
经明确提出要“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并且已经

全面提倡“预防为主”、“健康优先”的理念。而关

于医疗信息风险感知, 除了心理疾病相关的医疗

信息风险感知外, 更多是针对各种躯体疾病、以

及广义健康相关的信息的风险感知, 心理学家完

全可以在其中扮演更多更重要的角色。实际上 , 
在针对社会公众的医疗信息风险感知的健康教育

层面, 心理学家可以与预防医学专家、家庭医生、

社区委员会、医务社会工作者一道, 发挥心理学

工作者擅长的实验设计、行为助推等专长, 助力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例如, 关于传染病防治素

养的提升、关于健康信息素养的提升、关于可能

导致各类疾病的错误行为方式纠正、关于养生谣

言的辟谣与科普、关于当下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的

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

骨骼这一“三减三健”全民活动、关于中老年人及

大中小学生等特殊人群的多形式健康教育工作 , 
心理学家都可以通过操纵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

(如文字、图片、动图、视频)、信息框架(如积极、

消极)、社会规范感知等方式, 验证不同主题下的

最优干预效果, 评估不同策略下受众的认知负荷

和情感负荷, 从而为最终政策的出台提供科学方

法和循证依据。总之, 只要走出心理健康这一小

领域 , 走入身心健康的“全领域”, 心理学界关于

风险感知的研究就能找到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并
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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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erception of med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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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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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s risk perception on medical information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isk perception on medical information ar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sourc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medical 
information, and the subject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individual’s risk 
perception on medical information was discussed based on experience-analysis processing theory and 
verbatim-gist processing theory. This study recommends increased attention to balance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studies of risk perception on medical information. Moreover, the standard and specific 
measurements should be combined, and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edical system should be 
expanded. Furthermore, a serie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evidence-based supporting policies must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medical information; risk perception; experience-analysis processing; verbatim-gist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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